
■初到索马里，

遭遇军事政变
我们一队人是1969年8月3

日从国内出发，几经转折才到
达索马里的。这是一个南北狭
长的国家，首都摩加迪沙是位
于南部的海滨城市。独立前，
索马里主要是意大利的殖民
地，北部是英国和法国的殖民

地。索马
里 是 一
个 伊 斯
兰国家，
所 以 小
孩 上 学
都 是 先
学 阿 拉
伯语。官
方 语 言
主 要 是
阿 拉 伯
语 和 意
大利语，
其 次 是
英语。当
时 索 马

里语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
但这也并不妨碍他们的交流
和广播。我国援索马里医疗队
一行三十多人，共分三个点：

“大部队”在摩加迪沙，住在距
使馆有半个小时车程的郊区
一座别墅里，另外一个在南部
的海滨小城基斯马尤，还有一
个在中北部的加拉卡尤。医疗
队里除了医生外，还有厨师和
司机，他们都来自吉林省，仅
我一人来自山东。

到达索马里后，队领导并
没有很快安排我的工作。为了
提高我的业务水平和涉外处

事能力，领导决定让我先到大
使馆住一段时间，跟使馆翻译
林植英同志学习。我在大使馆
住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我
曾陪同医生去过总统的官邸
和空军司令员的家。

索马里人对周恩来总理
非常熟悉，因为周总理曾在
1964年访问过那里，还给他们
援建了一座“国家剧院”(Na-
tional Theatre)(实际上就是他
们的“大会堂”)。我曾参观过这
座建筑，气势宏伟，设备精良，
是当时摩加迪沙的标志性建
筑。负责人告诉我们，建筑所
用的一砖一瓦都是从中国运
来的，里面的一切设备，包括
各种乐器也都是中国援助的。
他边介绍边用索马里话说：

“希那飞扬！周恩来飞扬！(中国
好！周恩来好！)”

在使馆期间，最使我惊心
动魄的是1969年10月份发生的
一次军事政变。有一天半夜时
分，忽然听到外面马路上有坦
克开过的隆隆响声，从窗口向
外望去，只见大街上布满了路
障，移动着荷枪实弹的军人，
虽然没有枪声，没有炮响，但
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摩加迪
沙的夜空。当时使馆人员都十
分诧异与惊愕，不知发生了什
么事。

第二天清晨，使馆试图与
医疗队联系，但电话不通。后
来使馆又谎称有人生病要去
医疗队，但把门的军人不让我
们出门，说这是上面的命令。
后来从索马里的广播里才得
知发生了以陆军司令为首的
军事政变，他们称之为“不流
血的革命”。“新政权”对我们
并无敌意。三天之后，一切恢
复了正常。

■在加拉卡尤，

水比油还要贵
结束了两个多月的使馆

学习生活，领导决定派我去加
拉卡尤工作。

索马里是横跨赤道的国
家，加拉卡尤又是在沙漠之
中，这儿没有四季的变化，只
有夏天。中午时分，炙热的太
阳直射下来，人们几乎看不到
自己的影子。由于阳光太强，
我们出门必须戴墨镜。这儿的
气候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热！
到底有多热呢？我曾把一个50

摄氏度的温度计放在院子里，
竟然晒崩了；放在屋内的鸡蛋
竟然两次孵出小鸡来。

我们医疗点一共八人：队
长、内科医生1人、外科兼妇产
科医生1人、麻醉师1人、化验
员1人、厨师1人、司机1人和翻
译1人。医院坐落在离我们驻
地仅百米之遥的马路对面，条
件十分简陋，没有大门，没有
围墙，只有孤零零的三座房
子，设有门诊、药房、手术室、
化验室和病房。我在加拉卡尤
的两年中，除了和官员打交道
外，很少用到英语，因为大量
的患者 (多为牧民 )不会说英
语。所以，我们只好学习索马
里语。

生活在加拉卡尤，我们遇
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饮水。室内
虽然有自来水，但水质苦咸，
当地人喝了没事，可我们却不
能饮用，喝了就拉肚子。这水
只能用来淘米洗菜、洗脸刷
牙。如果用它来洗头，只能用
肥皂粉，不能用肥皂，用肥皂
头发就粘在一块儿了。为了解
决我们的吃水问题，卫生部专
门给我们买了一辆装有大水
箱的“解放牌”汽车，这样我们
就从当地富人家买他们存在
地窖的水，价格比油还贵。当
地一年就下两次雨，大约在五
月和十月初前后，于是富人就
把雨水引到地窖里储存。说来
也怪，水车放在院子里，里面
的雨水两三个月也不变腐。可
能是因为气温太高，细菌根本
无法生存。

我们遇到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蔬菜。当地人不会种菜，
也无法种菜。所以，我们无处
买菜。我们吃的主要是国内运
来的各类铁盒装罐头，如扣
肉、沙丁鱼和芦笋等。这东西
吃几天还可以，如果长期吃，
那就宛如嚼蜡，同事们看见扣
肉就倒胃口。为了解决吃菜问
题，我们决定自力更生，自己
种菜。于是队长号召我们向家
属写信邮寄黄瓜种子和西红
柿种子。队长是一位工农干
部，他的吃苦耐劳精神令我们
十分佩服。在他的带领下，我
们从野外的水坑旁拉来土和
牛羊骆驼粪，在院内堆起了一
块高约30厘米，面积约50平方
米的菜地，种上了黄瓜和西红
柿。两三个月后，我们的劳动
得到了回报，菜地里竟然长出
来一尺多长的黄瓜和大如拳
头的西红柿。

身居异国他乡，我们与国
内亲友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
书信。那年月，我们像盼星星
盼月亮似的盼望着信使的到
来。每次从首都取回信件的时
候，同事们个个欢欣雀跃，蜂
拥而上，团团围住取信人，争
先恐后地抢走信之后，便静坐
在自己的房间里仔细品读来
自亲人的消息。也只有在那
时，我们才真正深刻体会到什
么叫“家书抵万金”。记得我曾
一次收到过12封信，令同事们
十分咋舌与羡慕。使我至今记
忆犹新的是，有一次，一位驻
摩加迪沙点的化验员竟然“颗
粒未收”，这令她十分尴尬与
伤心，竟然当着大家的面泪流
满面。

我们在加拉卡尤的生活
可以说是既单调又乏味。除了
白天在医院看病外，夜间如无
急诊，大家就坐在院子里聊

天，星期六也偶尔放放电影(我
们有一部小放映机，以墙作屏
幕 )。然而可怜的是，一共就有
两部片子：《地道战》和报道
1964年我国原子弹爆炸的纪录
片。两年里，我们就是靠观看
这两部片子作为我们的娱乐
生活苦熬岁月。

■走近索马里

草根牧民
我们除了在医院给当地

人看病外，还到牧区巡回医
疗，最远的一次是到300公里以
外的海滨小镇奥比亚 (区政府
所在地 )。我们自备食物、饮水
和药品。为了安全，州政府还
派来一个会讲半拉子英语的
士兵兼做翻译持枪与我们同
行。汽车在路上颠簸了一天，
傍晚时分才到。第二天开始门
诊，当地人对我们很好奇，因
为他们没有见过和他们肤色
不同的外国人。看病前先由队
长讲话，说“我们是毛主席派
来的中国医疗队”(这是当时统
一的对外宣传口号)。我们在那
里待了两天。离开时，车旁挤
满了人，好像有点舍不得我们
离开，及至汽车开动之后，小
孩子还在后面一边追赶一边
高喊“希那飞扬！希那飞扬！”

在加拉卡尤的两年里，有
一件事情令我至今难忘，那就
是抢救霍乱病人。记得有一天
下午4时左右，州政府突然通
知我们，说在800公里以外的一
个村庄发生了霍乱，请我们赶
快去抢救。人命关天，队长决
定派我和外科医生前往。从加
拉卡尤出发，一路沙漠。夜幕
很快降临。为了赶路，汽车一
直狂奔。司机不担心会撞车，
因为路上根本就没有车。我们
跑了一夜又一天，在第二天的
黄昏时刻到达那里。

当时的场景把我们惊呆
了。我们没有见过霍乱病人，
只知道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
死亡率极高的、号称“国耻”的
二号病 (一号病是鼠疫 )。只见
地上躺满了上吐下泻的病人，
不远处已经有好多来不及掩
埋的尸体。这种病人如果得不
到及时的抢救，三四个小时即
可死去。下车后，我们顾不上
饥饿和疲劳，立即投入抢救。
我们忙了一夜又一天。第二天
下午，一个矮胖子军官告诉我
说，你们可以回去了，因为他
们的医生马上就到。根据当时
的情况，他这话给我的印象
是：由于霍乱是国耻，他们不
愿让外国人知道，怕有失国
体，前天请我们去，纯属无奈
之举。

医疗队是我国对非洲国
家的无偿援助项目，所以医疗
队的一切费用，包括药物都是
由我们国家负担。然而，索马
里虽然贫穷，但医疗却是全民
免费，住院病人吃住也由国家
负担，所以，在索马里的医院
里没有挂号和收费的。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当
地没有农业，全是游动牧民，
喂养骆驼和牛羊，哪里有水就
往哪里去。他们的住房是用木
棍搭成的草棚，棚内没有任何
家具，唯见几件铝制品：一个
做饭用的锅，一把水壶和一两
个盛饭用的盘子。他们的饮食
主要是吃骆驼牛羊肉，喝骆驼
牛羊奶，外加少量的大米和玉
米面。他们的穿着非常简单。
男人大多上身裸露，下身围着
一条方格布裙子，脚穿塑料凉
鞋。女人头裹纱巾，身上裹着
一块四五米长的尼龙纱花布。
他们没有草席，更没有床，晚
上全家就睡在棚内的沙土中。

我在“中国援索马里医疗队”
当翻译的岁月
□曹务堂

今天人们只要一提

起索马里，首先跃入脑

海的便是“海盗、战乱和

贫穷”。历经20多年的战

乱，这个素有“非洲之

角”之称的小国早已变

得“国无宁日，民不聊

生”。可我曾经在那里工

作和生活了整整两年

(1969年8月--1971年8

月)，在“中国援索马里医

疗队”当英语翻译。虽然

离开索马里已经 4 0余

年，但当地的风俗人情

和当时的所见所闻仍历

历在目：我曾走进过总

统的豪宅，也曾探视过

牧民的草棚。亲眼目睹

这些之后，才知道什么

叫两极分化，什么是贫

富不均。索马里人民本

来就贫穷落后，如今，持

续的战乱更使他们雪上

加霜，悲哉！

作者在索马里

走南闯北山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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